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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浙学”的历史语境中看当下对浙学概念的建构

陆敏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浙学”这一词汇自宋代以来在中国学术史乃至思想史上一再出现，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元明清以来，对“浙学”这

一词汇的接受、引用，使其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构成了连续的、同一的（或者至少是相似的）历史现象。近年来学界对“浙学”

概念及其内涵的论述与探讨， 无疑亦可视为这一连续的历史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自 1932 年何炳松提出要给宋以来的浙江学

术确定“一定的地点与名称”
①
至今，学界以“浙学涵义”、“浙学概念”、“浙学精神”等为题的研究层出不穷，虽然说从这

些探讨中得出学界已形成了公认的、确定一致的浙学概念的结论，尚言之过早，但是，细观这些研究，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是，

现代学者总是从爬梳历史记载，以历史叙述的传统作为开端，通过提取文献记载中的一组事实，去定义与定位“浙学”的概念

与内涵。这一讨论的进路也在事实上证明了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将当下的观察与思考纳入“浙学”历史现象之中的努力。

与此同时，强调并致力于“历史地”叙述“浙学” 这一术语的由来与演变也为浙学的概念史结构出一条十分清晰的脉络：

“浙学” 这一词汇首先是由宋代朱熹提出，用以指称婺州吕氏、永康陈亮等事功、功利之学；元代学者刘埙继承这一观点，将

浙学群体归结为吕祖谦、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徐谊、叶适、陈亮等婺学和永嘉学派代表人物；明代，蔡汝楠、

刘鳞长则将“浙学”这一词汇专指阳明心学；后经黄宗羲、全祖望的论证、归纳、界定，到清代时，章学诚以“浙东之学”、

“浙西之学”来涵盖浙江学术的范畴，自此之后，浙东之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浙东学术成为活跃的符号流行于学术史与

文化史的研究之中。

在学者所勾勒出的“浙学”概念发展史或嬗变史的图谱之中，不仅“浙学”这一术语在不同历史时代所指的内涵清晰可辨，

而且赋予“浙学”以时代内涵的思想者的人物谱系亦完整可溯。认识到这一点无疑对当下概念化、理论化、体系化“浙学”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在现代学术分野下，对特定名词的概念界定与传统时代使用特定的指称术语不可同等视之，但传统时

代“浙学”一词及其背后隐含的意义， 既是建构当下浙学概念的思想来源，亦是其必然的参照体系。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浙学作为一个术语，虽然在历史上具有特定的意义并承担着明确的职能，但它从来不是一个十分严

格的概念结构。很明显，作为一个特定的词汇，“浙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者中以截然不同的情绪与方式使用着。朱熹在使

用“浙学”一词时，既没有框定其中范围，也无意做学理论证， 他只是将他的结论或者印象以一种断然的甚至是简单、概要的

方式讲出， 说浙学“多尚事功”
②
、“专是功利”

③
，并毫不避讳地表达自己的厌恶，说其“尤更丑陋”

④
。而全祖望则在列举

被朱熹批评的永嘉之学及北山学派诸弟子之后，感慨这些人皆“浙产也”，并声称他们彰显了“吾浙学之盛”
⑤
、乃“浙学之中

兴”
⑥
、“足以报先正惓惓浙学之意也”

⑦
。两者使用浙学这一词汇时，其中所蕴含的情绪完全相反，而后者对“浙学”一词的

频繁使用，从言说的语境上来看，与其说作者有意指出学术的独特性，不如说是他强调的是“浙学”中的“浙”字，从而在整

段文字中渲染出了某些复杂的信条。

其次，“浙学”虽是历史上连续出现的学术用语，但在不同时期，人们在接受其所代表类型与形式时，却并没有赋予其内

容的一致性，而是通过变换其主题来适应时代的学术范畴。浙学从专指宋代的事功之学，到明代阳明学在浙江发展时的“浙中

心学”，再到清代以后所提倡的“浙东史学”、“浙东经史之学”，历史上浙学所呈现出的多元性面貌，使得如何定位与分析

“浙学”产生了许多问题。

比如，作为儒学的地域性分支，是否应将浙学视为一个学派， 或者是否要将之建构成为一个学派等问题虽然并不直接出现

在学者的行文之中，但却有意无意地以不同的设问方式折射出学者的思考。在界定浙学概念时，多数学者相信浙学并不是一个

单一学派的称谓， 而是浙江地域上多种学派、学说的总称，它们在历史发展之中既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师承相授、也不处于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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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同一地，无法将宋元明清以来的浙江学术视为一以贯之的学派。尽管将浙学归结为某一学派的努力已无可能，但学者依然

相信， 可以从历史发展中概括出浙学的某种共性或精神内涵。正是基于对这一提法的理解，一些学者尝试归纳浙学的精神与价

值时，以时代为线索， 抽取出每一位在浙江这一地域生长的思想家的论述， 将浙学的精神表述为“实事疾虚”（王充）、“崇

义养利”（叶适）、“知行合一”（王阳明）等价值体系时，这样的历史演绎使得对浙学精神与价值的理解成为某种哲学或学

术思想命题的点名簿。另外，在“浙学”的框架下，放胆将思想家的某些零星的言说甚至是即兴的论述转化为他们在某一预期

的主题上所谓的“学说”时，这一取径究竟是将浙学表述得更为丰富、完整，还是事实上却将异彩纷呈的浙学零碎化、简略化

了？

复次，在历史上运用“浙学”这一术语来指称学术时， 这一词汇并不是为了满足某种既定目标的、僵化的概念框架，而是

为了促进对浙江学术的复杂性乃至含混性的理解。章学诚以“浙东学术”作为标题来论证浙东、西学术时，与其说他强调的是

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差异，不如说他在“宗陆而不悖于朱”、“与朱子不合亦不相抵”
⑧
的前提下，为“浙学”应该秉承的学

术主旨与学术精神找到更为合适的词语作为替代， 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

西，道并行而不悖也”
⑨
。

最后，历史上在使用“浙学”这一词汇时，尽管并不具有现代概念化的抽象特征，甚至包含甚广，派别林立， 但却凸显了

每一个时代的学术与思想重心。宋元时期学者将事功、功利之学视为“浙学”，明代人喜欢将本朝阳明心学称为“浙学”，清

人则将经史之学作为“浙学”的代称，不仅重心明确，每一时代的浙学都作用于时代的社会、政治、思潮之中，发挥重要的影

响。指出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它促使我们去思考，今天概念化“浙学”时，浙学的重心又在何处？

毋庸讳言， 概念化的目的是产生出对眼下问题的解释，今天的学者将浙学区分出广义、狭义或广义、中义、狭义的概念范

畴，其中，狭义的浙学概念或单指永嘉、永康为代表的浙东事功之学，或有意将南宋事功之学和清代浙东史学归入狭义范畴之

中， 而广义概念则从时间与空间上将历史上出现的浙江地域之内及浙江籍的思想家包括非浙江籍但受浙江学术影响的思想学说

均纳入其中，或将大浙学泛指历史时期以来的浙江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这样的范畴界定之中所含有的学者的良苦用心，固然

不难理解，但因这一组由狭至广的概念集合同样引起了争议。尤其是在广义的浙学概念中， 浙学的范畴与地理位置或者是与行

政所辖的区域相一致，在其中代表性的学者或人物，他们隶属的思想文化被想象成一个整体。这一界定很容易把浙学这样一种

学术体系带入了以行政区域为单位与坐标的网状地图之中， 浙学占据其中一个节点， 与其他行政区域的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

相类似或相并立，在这样的场景中去观察浙学，它究竟是确定还是取消了“浙学” 地方学术的独特性？ 这样的问题没有答案，

但显然必须置于概念化浙学时的思考背景之中。这里， 我特别想指出一点，“浙学” 这样的概念与理论并非只能适应或者只

是有说服力地解释过去的实际，换言之，有意构建浙学概念的学者不能只是将兴趣用于阐明那些在历史时间中经历的学术思想

及其流派的变迁，以及诸种变迁在不同处境下表现出来的差异，当下浙学概念还必须适应未来的实际， 必须在新的社会现象进

入眼界时继续产生新的解释。尤其是当涉及到浙学与中国文化的复兴、浙学的当代意义等问题时， 对浙学概念中当下重心的思

考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如果概念范畴中没有重心，我们以零散或平行的方式取用浙学中多元化的思想流派或者知识类型，

试验它们是否合适，为特定的目标评价它们的有用程度，这就给了“浙学”一种碎片化的特征。

总之，从历史上“浙学”一词的言说语境看，学者从不急于将之限定在一个刻板的结论之中，它是多元的、不断被修改的、

细化的，既不会由于朱熹这样的大儒的厌恶而被摒弃使用， 也不会因为时代变换、学派更新等因素而被替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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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 5 《内篇五·浙东学术》，叶瑛校注，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523 页。


